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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污权交易机制引起了环境不平等吗？

———基于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的研究

张亚丽，项本武

摘　要：排污权交易机制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排污权的市场交易

会产生污染排放在空间上的重新分配，可能对环境不平等产生影响，但其污染分配效应却很少得到关注。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先后实施的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选取各试点省份分别被批准为国家

级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４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利用

倾向得分匹配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法 （ＰＳＭ－ＤＩＤ）检验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环境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显著增加了试点地区的环境不平等程度；市场化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对排污

权交易机制的环境不平等效应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市场化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强度越高的地区，排污权交易

机制的环境不平等效应更强。基于研究结论，从促进环境平等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相关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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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危害生命健康，导致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环境污染相关问题受到了广泛关
注，然而，环境污染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却较少受到重视。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分布的不均衡问题非
常突出，以大气污染为例，国家环保部发布的公报显示，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３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

１５７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４６．６％，有１８０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

５３．４％；国家环保部监测的４６９个城市 （区、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１５６个，占３３．３％，酸雨主
要分布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地区，主要包括浙江、上海的大部分地区、福建北部、江西中部、
湖南中东部、广东中部和重庆南部［１］。在环境污染程度不同的区域，其居民所承担的环境暴露风险
不成比例，导致了环境不平等，环境不平等会在收入不平等的基础上加剧社会不平等程度。因此，
环境污染区域不平等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中国采取了各种环境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这些政策可以分为两大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型。

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以政府行政管制为特征，要求污染者采取统一的降低污染的行为，而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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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污染者降污边际成本存在的差异，因而不能以最低的成本降低污染，难以实现配置效率。市场型
环境规制比如碳税、补贴、污染排放权交易等的主要特征是引入市场机制，使降低污染的边际成本
较高的污染者较少地降低污染，使降低污染边际成本较低的污染者更多地降低污染，这样可以最小
化降低污染的总成本，实现配置效率。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要求污染者采取统一的降低污染措
施相比，污染排放权交易机制允许污染主体对污染排放权进行交易，交易的结果导致有些主体购买
排放权从而更多地排放污染，有些主体出售排放权从而更少地排放污染，最终影响到污染在不同主
体所处区域的空间分布，即污染在哪里产生以及哪些人群成为污染的受害者。当前中国在环境污染
的治理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排污权交易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然而其污染分配效应却很少得
到关注，中国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是否引起了污染排放的空间分布不均等，从而导致环境不平等问
题？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在追求政策目标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冲突，本文试
图从环境平等的角度来探讨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政策效应，有利于多角度更全面地分析排污权交易机
制的政策效应，有利于政府采取多样化的政策组合在高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更加重视环境平
等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具体来看，本文将２００７年以来
国家先后批复１１个省 （市）作为国家级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的政策冲击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
选取各试点省份分别被批准为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点单位的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在倾向得分
匹配基础上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环境不平等效应，最后在此基础上，
为政府在高效率地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促进环境平等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所谓环境平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ｑｕａｌｉｔy）主要是指，每个人都拥有享受清洁和安全环境的平等
权利。环境平等的相关研究最早出现于美国。美国环境保护署为环境平等提供了一个详细的界定，
即没有群体应该承担由工业、政府和商业经营、政策所造成的环境负效应的不均份额，所有人，无
论种族、肤色、民族起源、收入，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并且有意义地参与环境法律、管制和政策的
发展、实施与执行。对环境平等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与种族、收入之间的关系上，研究污染
是否更多地集中在少数族裔及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２］［３］。由于企业寻找便宜的土地、低工资的劳动
者或者便捷的交通网络，这些特征可能与穷人的住址相关，以致于企业的排污设施可能设置在穷人
或者有色人种所居住的社区［４］。近期，对环境平等的研究转移到环境政策自身所带来的环境不平等
效应。市场型环境规制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具有效率。通过市场来配置排污权能有效降低排污成
本，是解决环境污染负外部性最有效率的机制［５］［６］［７］。与传统的控制－命令型环境政策相比，市场型
环境政策以其降低污染的低成本和效率而受到经济学家的推崇。然而，一些学者从环境平等的角度
对市场型环境规制进行批判，认为市场型环境规制会导致环境不平等。Ｋａｓｗａｎ讨论了排污权交易
和环境不平等的关系，认为排污权交易没有考虑污染的分配，如果污染工厂购买排污许可而不是降
低污染，那么很有可能污染会流向穷人或者少数族裔居住的地区，因而扩大了环境风险的不平等分
配，美国总量管制和交易政策产生了环境污染在买卖方之间、行业部门之间、地理区域之间的分配
效应［８］。Ｃｈｉｎｎ从理论上分析认为，污染市场自身并不具有对穷人或者少数族裔社区的歧视性，污
染市场的交易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对不同群体产生迥然不同的效应［９］。Ｓｏｌｏｍｏｎ等认为，排污许可交
易降低了整体的排污成本从而具有效率，但是会增加不同地区的环境外部性差距，导致环境不平
等［１０］。以上研究表明，市场型环境规制会导致环境不平等，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进行分
析，研究结论缺少实证数据的支撑。
从实证上对市场型环境规制是否导致环境不平等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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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市场型环境规制实施的早期阶段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排放权交易没有导致环境不平等。如

Ｒｉｎｇｑｕｉｓｔ等发现，ＳＯ２ 排放许可交易没有把ＳＯ２ 转移至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１１］［１２］；Ｓｈａｄｂｅｇｉａｎ等
研究发现，ＳＯ２ 排放许可交易的货币化收益在种族群体间平等地分配［１３］；Ｆｏｗｌｉｅ研究了区域清洁
空气激励市场 （ＲＥＣＬＡＩＭ）所产生的污染排放的分配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控制－命令型的排污
管制政策，市场型的排污权交易在其实施的前十年，使污染排放下降约２０％，没有证据表明排污
权交易使排污随着社区人口因素如收入、种族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化［１４］。这些研究结论从整个
排放许可交易实施期来看可能不具有代表性［１５］。随着美国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推进，学者
可以利用更长期的数据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论仍存在分歧。部分研究支持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并
没有产生污染分配效应，从而没有造成环境不平等，如Ｒｉｎｇｑｕｉｓｔ利用美国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的排污
权交易活动数据，运用ｐｒｏｂｉｔ、ｔｏｂｉｔ和ＧＬＳ模型估计排污权交易是否使ＳＯ２ 的排放集中在贫穷社
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没有导致ＳＯ２ 排放集中在黑人或西语裔人社区，从而
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产生效率和平等的内在权衡关系［１５］；Ｍｅｎｇ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加利
福尼亚的总量管制与交易项目对受管制工厂和非受管制工厂污染排放的影响，发现环境平等差距在

２０１３年之前扩大，在总量管制与交易政策实施之后，下降了２１％～３０％［１６］。另外部分研究则表明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产生了污染分配效应，从而造成了环境不平等。如Ｇｒａｉｎｇｅｒ研究了区域清洁
空气激励市场 （ＲＥＣＬＡＩＭ）政策的排污效应，发现高收入区域的降污幅度更大，在控制收入的条
件下，降污幅度在黑人中最高，白人次之，西语裔美国人最低［１７］；Ｍａｎｓｕｒ等研究发现，相对于控
制－命令型的环境管制政策，加利福尼亚的区域清洁空气激励市场政策导致高收入和白人群体相对
于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群体获得了更多的降污利益［１８］。
在中国，对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其减排效应、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波特效应、技术

创新效应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方面。如，王文军等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减排机理和双重差
分法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减排有效性评价方法，对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有效性进行评价［１９］。刘传
明等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对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效果进行了研
究［２０］。涂正革等研究了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２１］。王班班等对市场型和命
令型工具是否能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进行了研究［２２］。曹静等从ＳＯ２ 排放强度的角度研究了

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２３］。胡珺等基于中国２０１３年开始试点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考察了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２４］。谭静等基于中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省级
面板数据，以２０１３年设立的７个碳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碳交易机制
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２５］。
国内尚未有涉及排污权交易机制与环境平等关系的研究，与本文关系最为紧密的研究有：沈坤

荣等研究了环境规制是否引起污染的就近转移，研究结论显示，环境规制引发了污染就近转移到周
边城市，污染迁出地的环境规制提升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深化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
程度［２６］。这一研究与本文的研究最大的相似点在于，其研究结论也隐含地表明环境规制产生了污
染分配效应，导致了污染迁入地和污染迁出地的污染差距。但这一研究中所关注的环境规制并不是
具体的命令－控制型或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而是根据工业ＳＯ２ 去除率和工业烟 （粉）尘去除率衡
量的环境规制强度。杨继生等利用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２９个省区的样本数据对环境收益分配的不公平性
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收益在个体和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公平，其中，企业是环境红利的最
大摄取者，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享受了更多的环境红利［２７］。其研究的重点是环境经济收益的分配，
而不是环境污染的分配。
综上所述，本文将研究中国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否导致了环境不平等，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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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鉴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法，基于地级市的工业ＳＯ２ 排放数据，衡
量了中国省域层面的环境不平等程度；第二，从环境不平等角度评估中国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政策效
应，为全面评估中国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三，为中国政府在
制定环境政策时如何在有效率地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促进环境平等提供了政策建议。

三、政策背景与作用机制

（一）政策背景
回顾中国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历程，可以发现，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政策不断强化，

同时，市场化机制的环境政策逐步推行。２００２年，中国开始推行 “４＋３＋１”的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试
点政策，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四省，上海、天津、柳州三市以及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实行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政策，这一时期的试点探索多是以研究项目或地方个案探索的形式展开，ＳＯ２ 排污权交
易活跃程度较低。２００７年开始，试点探索进入深化阶段，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天津、河北、内蒙
古等１１个省 （区、市）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财政部、环保部、发改委分别于２００７年
批复江苏，２００８年批复天津市，２００９年批复浙江，２０１０年批复湖北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
山西省，２０１１年批复河北省、陕西省和重庆市，２０１２年批复河南省开展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试点。试点地区的排放权交易标的物主要包括ＳＯ２、ＣＯＤ、氨氮、ＮＯｘ 等。这一时期的
交易活跃程度明显增强，交易规模和交易范围大幅度扩大，截止２０１３年年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
成交金额累计超过４０亿元。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２０１７年１１个试点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基
本建立，试点工作基本完成的工作目标，２０１４年之后中国其余大多数省份自行进行排污权交易试
点工作。这１１个试点地区开展的交易标的物不包括碳产品，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始于

２０１１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于２０１１年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２０１３年，以上７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相比中国２０１３年全
面启动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先后批复的１１个试点地区的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时期更长，试点更多，能够为本文考察排污权交易机制提供充足的历史数
据，另外，试点地区的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活跃程度更强，排污权交易的具体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更
加完善，因此，本文聚焦ＳＯ２ 排放，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部分省 （市）被国务院相关部门正式批复成
为试点地区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分析排放权交易的环境不平等效应。

（二）作用机理
排污权交易机制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各污染源之

间通过排污权交易的方式相互调节排污量，从而达到以最小的总成本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
的。排污权交易的具体运行框架为：首先，政府部门通过综合评估确定出一定区域内允许的最大污
染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排放权。其次，政府以拍卖或免费的方式分配初始排放
权。最后，获得初始排放权的相关排污企业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自由买卖排污权。降污成本较低的
企业可以更多地降低污染从而出售多余的排放权，以弥补降污成本并获得降污收益，降污成本较高
的企业将购买排放权而非采取措施降低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可以揭示企业降污的边际成本并识别
不同企业降污边际成本的差异，确定污染的价格，激励企业采用先进的环境清洁生产技术降低排污
成本，从而能以较低的总成本治理环境污染。可见，与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要求污染者采取统
一的降低污染的行为，难以实现配置效率不同，排污权交易机制，可以最小化降低污染的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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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配置效率。然而其高效率可能是以污染空间分配的不平等为代价的。
排污权的交易涉及排污企业对排污权的买卖，从而影响到污染在哪里产生以及哪些人群成为污

染的受害者。购买排污权的企业排放更多的污染，居住在购买排污权的企业所在区域的个体承受了
较高的污染排放；出售排污权的企业排放更少的污染，居住在出售排污权的企业所在区域的个体承
受了较少的污染排放，从而导致不同区域的个体承担了污染排放的不等份额即产生了环境不平等效
应。这里的环境不平等是从污染排放的流量的角度所考虑，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没有考虑历史排
放量不同所形成的既有环境质量问题，国内已有对环境不平等的衡量也均是基于污染物的排放量而
衡量的［２８］［２９］。另外，中国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对排污权的交易主要是在省内范围展开，省内跨地
级市的排污权交易可能影响地级市的污染排放水平，造成地级市间环境污染的差异。地级市内部的
排污权交易可能影响到排污企业周边居民承受的污染排放量，由于缺少排放权交易企业的区位以及
周边居民等更微观层面的数据，因此本文基于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关注排放权交易在地级市间的环
境不平等效应。排放权交易影响环境不平等的作用机理如图１所示。

区域1 区域2

出售排放权 购买排放权

收入 支出

降低污染排放 增加污染排放
区
域
出
售
排
放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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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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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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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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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 降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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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平等
购区域间污染排放不平等买

支
降
低
污
染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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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排污权交易影响环境不平等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实证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先后实施的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考察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环境不平等的影响。试点地区实施排放权交易政策后，其环境不平等
的变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环境，比如地区人口规模、经济规模、高耗能和重污染产
业构成、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影响；二是排污权交易政策形成的 “政策处置效应”。
双重差分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Ｄ）可以有效分离出 “政策处置效应”，估计出某项政策
对参与个体的净影响大小，从而广泛应用于政策效果的评估。ＤＩＤ模型的使用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
定，即在政策干预之前结果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具有共同的增长趋势，那么实验前后两组结果的
变化就是 “政策处置效应”引起的。随机试验通过随机的政策实施可以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具有
系统性的差异。在现实中，中国不同省份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地区是否成为试点地区可能是
非随机事件，会受到地区经济规模、人口规模、高耗能和重污染产业构成、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
强度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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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具有系统性的差异尤为重要，这就需要解决样本
选择偏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样本匹配［３０］。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y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来产生匹配样本，然后结合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估计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环境不
公平效应，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首先，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产生匹配样本。匹配的目的是从大量潜在的控制组中选取出与处理

组的可观测变量分布类似的样本作为控制组。具体地，将样本分为两组，一组为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ｅdｉｔ
＝１），表示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另一组为控制组 （ｔｒｅａｔｅdｉｔ＝０），表示在考察期内从未成为试点
的地区。匹配的方法就是，首先根据一系列可观测变量利用Ｌｏｇｉｔ回归估计出某地区成为试点地区
的条件概率，获得倾向得分值［３０］。假设省份成为试点地区的概率为：

Ｐ＝Ｐｒ｛ｔｒｅａｔｅdｉｔ ＝１}＝Φ｛Ｘｉｔ} （１）
其中，Ｐ为省份成为试点地区的概率，Φ ｛·}为正态累积分布函数。Ｘｉｔ为匹配变量。其次，利用

倾向得分值构造距离函数进行匹配。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可观测变量上具有相同的分布。
其次，利用多时点ＤＩＤ方法估计政策效应。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之后，我们得到了另一组匹

配样本，接下来将基于匹配样本估计政策效应。中国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先后批复１１个省 （市）作为国家级试点单位，已有研究中直接 “一刀切”式把

２００７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的划分，具有不足，本文参考李贲的研究［３１］，采用多时点的ＤＩＤ方
法，选取各试点省份分别被批准为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点单位的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进行研
究。具体来看，本文构建两个虚拟变量。一个是政策执行分组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ｅdｉｔ，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
首次成为试点地区的省份记为处理组，该变量取值为１，始终不是试点地区的省份记为控制组，该
变量取值为０；二是政策时间虚拟变量ｔｉｍｅｉｔ，我们分别以各试点设立时间为政策发生时点，当试
点省份在相应年份设立试点，当年及之后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形式为：

ＥＪｉｔ＝α＋μｉ＋λｔ＋θｔｒｅａｔｅdｉｔ·ｔｉｍｅｉｔ＋γＸｉｔ＋εｉｔ （２）
其中，被解释变量ＥＪｉｔ表示环境不平等程度；Ｘｉｔ是控制变量向量；μｉ是个体固定效应；λｔ是时

间固定效应；εｉｔ是随机误差项。根据双重差分法的基本思想，交叉项ｔｒｅａｔｅdｉｔ·ｔｉｍｅｉｔ系数θ体现了
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这是本文主要的待估参数。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１．环境不平等程度的衡量。被解释变量为环境不平等程度 （ＥＪ）。关于环境不平等的测度，已
有研究一般采用收入或财富分布不平等的测度方法［３２］［３３］［３４］。本文参考Ｂｏyｃｅ等的方法［３４］，使用基
尼系数、泰尔指数测度环境不平等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与收入不平等的测度不同，测度环境不平
等时观测单元的选择尤为重要。在测度收入或财富分布的不平等时，通常使用个体或者家庭户作为
观察单元。对环境不平等而言，通常基于等地理面积的地理单元或者等人口单元衡量环境污染在观
察单元间的分配［３４］。采用等面积的地理单元时考虑了观察单元的污染程度却忽略了该单元的人口
数量，采用等人口的单元忽略了该单元所占的地理面积，从而均可能导致测度结果偏低。从政策评
估的角度看，假定环境政策以确保每个人都拥有享受清洁和安全环境的平等权利，从而最大化人类
总体健康利益为目标函数，那么，使用区域间人口加权来测度环境不平等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原
因在于，这种选择既考虑了区域间污染程度的差异，又考虑了区域间人口密度的差异。由于本文关
注的政策是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政策直接影响到的是ＳＯ２ 的排放，另外，中国大气污染中
的ＳＯ２ 的主要来源是工业排放，工业排放占据了ＳＯ２ 总排放量的近九成，因此，本文基于工业

ＳＯ２排放数据来衡量环境不平等。此外，由于中国缺少网格单元等更微观层面的污染排放数据，因
此本文选取地级市行政区域人口加权的工业ＳＯ２ 排放为观察单元，衡量省内环境污染在地级市间
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从而测度出中国省域环境不平等程度。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测量了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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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行政区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的环境不平等程度。地级市的工业ＳＯ２ 排放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１）基尼系数。基尼系数 （Ｇｉｎｉ）被广泛应用于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Ｂｏyｃｅ等参考衡量收
入分配不平等的方法衡量了环境不平等程度［３４］，本文根据Ｂｏyｃｅ等的方法，计算环境不平等的基
尼系数，与Ｂｏyｃｅ等测量的不同在于，Ｂｏyｃｅ等的公式中计算的基础数据是人口普查街区的工业有
毒气体暴露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ｉｒ　Ｔｏｘｉｃ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Ｃｅｎｓｕｓ　Ｔｒａｃｔ），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计算的
基础数据是地级市的人均工业ＳＯ２ 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Ｇｉｎｉ＝１＋（１ｎ
）－（ ２

ＭＥＡＮＥＭＩ＊ｎ２
）∑

ｎ

ｉ＝１
［（ｎ－ｉ＋１）＊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 （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是地级市ｉ的人均工业ＳＯ２ 排放量；ｎ是地级市的数量；ＭＥＡＮＥＭＩ是所有地级
市的平均人均工业ＳＯ２ 排放。Ｇｉｎｉ系数在０和１之间，数值越大表示环境不平等程度越高。Ｇｉｎｉ
系数对分布的中间变化比分布的尾端变化更敏感［３２］。

（２）泰尔指数。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是另一个广泛应用于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方法，本文
根据Ｂｏyｃｅ等的方法［３４］，计算环境不平等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Ｔｈｅｉｌ＝∑
ｎ

ｉ＝１
（ｗｉ
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
ＭＥＡＮＥＭＩ

）ｌｏ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ＭＥＡＮＥＭＩ
） （４）

ｗｉ是地级市ｉ的人口比重；Ｎ ＝∑
ｎ

ｉ＝１
ｗｉ，ｎ是地级市的数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是地级市ｉ的人均

工业ＳＯ２ 排放量；ＭＥＡＮＥＭＩ是所有地级市的平均人均工业ＳＯ２ 排放。泰尔指数的数值在０和无
穷大之间，数值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大。Ｔｈｅｉｌ指数对分布的中间范围的变化更敏感［３２］。

２．其他主要的解释变量。在ＰＳＭ阶段，根据可观测变量进行条件概率估计得到倾向得分值，
可观测变量的选取应该与环境不平等相关。有关环境影响因素的经典模型ＳＴＩＲＰＡＴ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ｂy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y）模型认为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
水平是影响环境的三大主要因素。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经济规模、技术水平和
经济结构是影响环境的三大主要因素［３５］。另外，沈坤荣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不够协调的环境规制
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效应［２５］，因而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环境平等的主要因素。市场化程度通过影
响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有效运行进而对污染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借鉴已有的研究，结合这两大经典
模型，本文选取人口规模、经济规模、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强度等作为控
制变量。
具体来说，人口规模：使用省年末总人口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 （ｐｏｐ）；经济规模：使

用真实ＧＤＰ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 （ｒｇdｐ），真实ＧＤＰ数据是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对各地区名
义ＧＤＰ进行平减得到；技术水平：使用地区工业能源强度 （ｅｉｐ）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工业能源利用
技术水平；工业能源强度：指单位工业产值的终端能源消耗量，参照涂正革［１９］的计算方法，终端
能源消耗量是通过计算年鉴中２０种终端能源消耗量之和得到，２０种终端能源的种类包括：原煤、
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其他焦化产品、原油、汽油、煤油、柴
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天然气、热力、电力与其他能源共２０种能
源类别。本文利用折标煤系数将各种终端能源消耗量转换为标准煤量，再进行加总。经济结构：使
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ｓｔａｔｅｒａｔｅ）以及工业产值比重 （ｖｉｏｒａｔｅ）来衡量经济
结构，其中，工业产值比重，使用地区工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利用市场化
指数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ＧＤＰ的比例来衡量。
市场化指数数据来源于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２０１８）》；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数据

来源于历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２０种终端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３７—

张亚丽，等：中国排污权交易机制引起了环境不平等吗？———基于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的研究



其中，折标煤系数来自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工业产值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数据来源于历

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环境不平等ｇｉｎｉ系数 ２８８　 ０．３４９　 ０．１３３　 １０８　 ０．３３４　 ０．１１０　 １８０　 ０．３５７　 ０．１４４
环境不平等ｔｈｅｉｌ指数 ２８８　 ０．３０９　 ０．２００　 １０８　 ０．２３９　 ０．１０９　 １８０　 ０．３５２　 ０．２２９
年末总人口ｐｏｐ （万人） ２８８　５　０３８．９７９　２　５４３．３０２　１０８　５　７１３．９４４　２　１３７．４８２　１８０　 ４　６３４　 ２　６８３．３２１
真实国内生产总值ｒｇdｐ （亿元） ２８８　１０　００５．７８　８　８７６．５２２　１０８　１１　６９３．１８　７　９７１．１８　 １８０　８　９９３．３３３　９　２５２．１２３
工业销售产值ｖｉｏ（亿元） ２８８　２１　１７７．８５　２６　６０１．６６　１０８　２６　１０４．７８　２７　０５３．５４　１８０　１８　２２１．６９　２５　９５５．２４
国有及控股工业销售产值ｖｉｏｓ（亿元） ２８８　５　２０１．４６９　３　９７６．４１５　１０８　５　９８３．７３９　３　２２１．４１５　１８０　４　７３２．１０７　４　３０７．８９２
工业能源强度ｅｉｐ （万ｔｃｅ／亿元） ２８８　 ０．５２５　 ０．６６８　 １０８　 ０．４７４　 ０．３９７　 １８０　 ０．５５６　 ０．７８６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比重ｓｔａｔｅｒａｔｅ　 ２８８　 ０．４０２　 ０．１９５　 １０８　 ０．３５９　 ０．１７７　 １８０　 ０．４２８　 ０．２０１
工业销售产值比重ｖｉｏｒａｔｅ　 ２８８　 １．２２２　 ０．４２１　 １０８　 １．３０２　 ０．４０６　 １８０　 １．１７３　 ０．４２３
市场化程度ｍａｒｋｅｔ　 ２８８　 ６．１１０　 １．５３１　 １０８　 ６．３８５　 １．６９４　 １８０　 ５．９４４　 １．４０３
环境规制强度ＥＲＰ　 ２８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５３　 １０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４２　 １８０　 ０．１８８　 ０．１５９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倾向得分匹配
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为处理组找到匹配的控制组。地区成为试点的时间不是单一的，参照

Ｓｃｈｍｉｔｔ［３６］的做法，选用最早开始试点的前一年数据为处理组匹配控制组。利用２００６年的协变量数

据进行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获得倾向得分，进一步采用核匹配方法进行匹配。为了验证匹配结果的可靠

性，对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进行检验。从表２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匹配后除了人口规模 （ｌｎ－

ｐｏｐ）外，其他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小于１０％，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变量的均值在匹

配后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匹配满足了平衡性检验。

表２　２００６年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Ｍｅａ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ｉａｓ ％ｒｅｄｕｃｔ　ｂｉａｓ　 ｔ－ｔｅｓｔ　ｔ　 ｐ＞ｔ

ｌｎｒｇdｐ　 Ｕ　 ８．８６６　９　 ８．３３７　４　 ６５．３　 １．４５　 ０．１６０
Ｍ　 ８．９０８　 ８．８１２　４　 １０．１　 ８４　 ０．２０　 ０．８４５

ｌｎｐｏｐ　 Ｕ　 ８．５５４　７　 ８．２１０　１　 ５４．６　 １．２１　 ０．２３８
Ｍ　 ８．６２３　５　 ８．４８１　８　 ２２．５　 ５８．９　 ０．４４　 ０．６６５

ｅｉｐ　 Ｕ　 ０．６４１　２　 ０．６３６　 １．６　 ０．０４　 ０．９７１
Ｍ　 ０．５５９　９　 ０．５５６　８　 ０．９　 ４０．２　 ０．０２　 ０．９８７

ｓｔａｔｅｒａｔｅ　 Ｕ　 ０．３９１　４　 ０．４８６　５ －５０．２ －１．１８　 ０．２５０
Ｍ　 ０．３９３　２　 ０．３８７　７　 ２．９　 ９４．３　 ０．０５　 ０．９６０

ｖｉｏｒａｔｅ　 Ｕ　 １．１８０　４　 １．０６４　９　 ３１．０　 ０．７５　 ０．４６０
Ｍ　 １．２３５　５　 １．２１６　５　 ５．１　 ８３．５　 ０．０８　 ０．９３７

ｍａｒｋｅｔ　 Ｕ　 ７．０５１　１　 ６．５００　７　 ３３．４　 ０．８１　 ０．４２６
Ｍ　 ７．２４７　１　 ７．１４４　７　 ６．２　 ８１．４　 ０．１０　 ０．９２５

ＥＲＰ　 Ｕ　 ０．２６０　３　 ０．２７０　９ －５．６ －０．１４　 ０．８９４
Ｍ　 ０．２５９　７　 ０．２４９　３　 ５．５　 １．５　 ０．１０　 ０．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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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倾向得分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与处理组具有类似特征的一组新的对照组。对匹配后的样

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环境不平等的影响。根据模型 （２）进行估计，

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基准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Ｇｉｎｉ系数 （１） Ｇｉｎｉ系数 （２） Ｔｈｅｉｌ指数 （３） Ｔｈｅｉｌ指数 （４）

ｔｒｅａｔｅd×ｔｉｍｅ　 ０．０５４　８＊＊＊ ０．０２７　４＊ ０．１０４　６＊＊＊ ０．０５６　４＊＊

（０．０１９　１） （０．０１６　３） （０．０３１　７） （０．０２７　２）

ｌｎｒｇdｐ ０．１００　５＊＊＊ ０．１５６　５＊＊＊

（０．０２６　８） （０．０４４　９）

ｌｎｐｏｐ ０．１３７　２　 ０．２３０　５
（０．２０３　３） （０．３４０　７）

ｅｉｐ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７　５） （０．０１２　７）

ｓｔａｔｅｒａｔｅ　 ０．１９８　５＊＊＊ ０．３６８　４＊＊＊

（０．０４２　３） （０．０７１　０）

ｖｉｏｒａｔｅ　 ０．０５０　６　 ０．１４７　７＊

（０．０５１　８） （０．０８６　８）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１４　３＊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７　４） （０．０１２　６）

ＥＲＰ　 ０．０２９　３＊＊＊ ０．０４８　８＊＊＊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１７　１）

常数项 ０．４０４　４＊＊＊ ２．１８７　８　 ０．３２６　１＊＊＊ ３．１５６　２
（０．００７　６） （１．６００　０） （０．０１２　７） （２．６８０　９）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９　 ２０９　 ２０９　 ２０９
Ｒ２ ０．０２７　９　　 ０．２２２　４　 ０．０３６　８　　 ０．２２７　３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级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３中的第 （１）列至第 （２）列是采用环境不平等Ｇｉｎｉ系数作为因变量估计的结果，其中第
（１）列是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 （２）列为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估计结
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环
境不平等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３中的第 （３）列和第 （４）列是采用环境不公平Ｔｈｅｉｌ指数作为
因变量估计的结果，其中第 （３）列是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 （４）列为加入相关控制
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共同趋势检验、人为设定政策实施时间点和更改被

解释变量的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剔除先前试点省市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以上是利用ＰＳＭ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法估计，为了进一步验证双重
差分法估计的平行趋势假设，借鉴罗知等的研究［３７］，本文借助事件研究法来考察。如果平行趋势
假设成立，那么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环境不平等的影响只会发生在政策实施之后，而在政策实施之
前，非试点地区和试点地区的变动趋势应该不存在显著差异。为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在模型
（２）的基础上设定如下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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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Ｊｉｔ ＝α＋∑
７

ｊ＝－９βｊ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ｊ＋μｉ＋λｔ＋γＸｉｔ＋εｉｔ （３）

其中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ｊ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在年份ｔ－ｊ时地区ｉ成为试点地区，那么该变量取１，
否则取０。在本文的样本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期间，最早实施排污权交易政策是在２００７年，最晚是在

２０１２年，所以本文有政策实施前９年和实施后７年的试点地区，β０ 为政策实施当期的效果，β－９到

β－１为政策实施之前１—９期的效果，β１ 到β７ 为政策实施之后１—７期的效果。本文令政策实施之前
的第１期作为模型的基准组。如果β－９到β－２显著为０则说明平行趋势假说成立，而β０ 到β７ 为政策
实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的动态效应。βｊ系数的大小及其９５％的置信区间见图２。图２横坐标代表
模型 （３）中βｊ的下脚注ｊ。图２显示，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显著的
差异，表现为β－９到β－２的系数并没有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β－９到β－２的系数在统计
上并不显著异于０。这说明平行趋势假说是成立的，即ＰＳＭ 匹配后样本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
实施之前是可比的。政策实施后，β０ 到β７ 的系数均为正值，且除了β０ 和β６ 外其他系数在统计上均
显著大于０。这表明政策实施对环境不平等存在正向的影响，即政策实施之后环境不平等在实施后
的大部分年份都有显著为正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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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对环境不平等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由于政策实施之前的第１期作为基准组，因此，图中没有－１期的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软件估计绘制。

２．更改政策实施时点。借鉴范子英等［３８］的研究，本文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点来进行反事实检
验。将样本时间区间更改为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之前的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样本时间区间的缩小将导
致无法进行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分析，因此本文人为把政策实施时间统一分别假定为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和

２００６年，采用单一时点的双重差分法进行反事实检验，表４的第 （５）至 （７）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改变政策冲击年份后，交叉项系数均不显著，假设的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环境不平等的作用并不
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环境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来源于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冲
击，而非来源于其他随机性因素。

３．选用其他被解释变量。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交易标的物主要是ＳＯ２，不包括工业废
水、工业烟尘、工业废气等，因此排放权交易政策理论上只会影响到ＳＯ２ 排放的空间分布即以ＳＯ２
为基础所衡量的环境不公平，而不会对工业废水、工业烟 （粉）尘、工业废气的排放及其空间分布
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工业废水、工业烟 （粉）尘、工业废气分别构造环境不公平Ｇｉｎｉ系数Ｇｉｎｉ＿

ｆｓ，Ｇｉｎｉ＿yｃ和Ｇｉｎｉ＿ｆｑ，这三类污染物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环境年鉴》和 《中国环境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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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将被解释变量更改为基于这三类污染物计算的环境不平等程度进行安慰剂检验，估计结果见
表４的第 （８）至第 （１０）列，估计结果并不显著，符合理论预期。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更改政策实施时点 更改被解释变量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剔除部分

试点省市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

Ｇｉｎｉ＿ｆｓ　 Ｇｉｎｉ＿ｆｑ　 Ｇｉｎｉ＿yｃ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剔除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地区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ｔｒｅａｔｅd×ｔｉｍｅ　 ０．０４３　６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３４　３　 ０．０４４　８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７　９　 ０．０３３　７＊ ０．０２９　９＊＊ ０．０２７　５＊

（０．０２８　３） （０．０３１　７） （０．０２１　１） （０．０７０　５） （０．０５７　６） （０．０１８　６） （０．０１８　７） （０．０１５　３） （０．０１５　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７６　 ７６　 ７６　 ２０９　 ２０９　 ２０９　 １９０　 １８７　 １８７
Ｒ２　 ０．１７９　７　 ０．１６３　１　 ０．１６５　６　 ０．１１８　５　 ０．１４９　６　 ０．１５５　５　 ０．１７３　３　 ０．１６８　３　 ０．１５３　７

　　注：第一行中的时间区间为样本时间区间，下方括号中的年份指政策冲击年份；倍差项系数所在行的括号内为聚
类到省份层级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４．排除其他政策影响。中国在２０１３年全面启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
湖北省、深圳市７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交易标的物为碳产品，与ＳＯ２ 排放
权交易试点交易的主要标的物ＳＯ２存在差异，然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能会影响到ＳＯ２ 排放，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全面启动可能会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把估计时间区间更
改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全面启动之前的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如果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没有变化，表明本
文估计结果是稳健的。表４第 （１１）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把估计时间区间更改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全面启动之前，交叉项系数依然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另外，通过剔除掉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
区的方法来排除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４的第 （１２）列，结果表明剔除掉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地区后，交叉项系数依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排除了环境不平等是由其他政策导
致的可能性，证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５．剔除部分试点省份。湖南省在正式成为试点之后是先在省内的部分城市长沙、株洲、湘潭
进行试点，之后才实施覆盖全省的排污权交易政策，江苏省在正式成为试点之后是在太湖流域进行
水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试点，之后才把ＳＯ２ 污染物纳入排污权交易范围，这两个试点的环境不平
等程度会受到排污权交易实施范围的影响，从而可能会导致双重差分估计的偏误，因此，排除湖南
省和江苏省这两个试点省份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４的第 （１３）列，结果表明在剔除这两
个试点的数据之后，交叉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上述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和结论是稳健的。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增加了试点

地区的环境不平等程度。
（四）进一步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分析。前文分析表明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环境
不平等程度，对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而言，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从理论上而言，市场化程度
是影响排污权交易机制实施效应的重要因素。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排污权交易机制相对更加完
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污染标的物的市场流动性也更强，市场化程度更强的地区其经济竞争更加
激烈，企业通过减排技术创新降低减污成本从而满足排放权交易机制中的排放权总量约束，或者通
过出售多余的排放权获得减排收益从而占据竞争优势的动机更强。市场化程度越高，出售排污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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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排污权的交易越活跃，对污染物的空间排放分布的影响程度越高。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
对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排污权交易政策效应的差异进行探讨。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地区市场化程
度，市场化指数介于０～１０之间，利用最早成为试点的前一年数据即２００６年的截面数据，把地区
按照市场化指数 （ｍａｒｋｅｔ）大小进行排序，在市场化指数 （ｍａｒｋｅｔ）中位数以上的地区划分为高市
场化地区，中位数以下的地区划分为低市场化地区。市场化指数来源于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
告 （２０１８）》。

结果如表５所示，根据第 （１４）列和第 （１５）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

Ｇｉｎｉ系数衡量环境不平等，倍差项系数为０．０２３　１，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以Ｔｈｅｉｌ指
数衡量环境不平等，倍差项系数为０．０４８　３，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市场化程度高的
地区，表５第 （１６）列和第 （１７）列估计结果显示，以Ｇｉｎｉ系数衡量环境不公平，倍差项系数为

０．０６２　６，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以Ｔｈｅｉｌ指数衡量环境不平等，倍差项系数为０．１４１　２，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倍差项系数分别高于相对应的低市场化程度
地区，表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政策效应相对更强。

表５　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Ｇｉｎｉ系数 Ｔｈｅｉｌ指数 Ｇｉｎｉ系数 Ｔｈｅｉｌ指数

低市场化程度 （１４） 低市场化程度 （１５） 高市场化程度 （１６） 高市场化程度 （１７）

ｔｒｅａｔｅd×ｔｉｍｅ　 ０．０２３　１＊ ０．０４８　３＊＊ ０．０６２　６＊＊ ０．１４１　２＊＊＊

（０．０１３　４） （０．０２４　６）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４５　６）

ｌｎｒｇdｐ ０．０４６　２　 ０．０３０　６　 ０．１４３　５＊＊＊ ０．２９３　１＊＊＊

（０．０３６　４） （０．０６６　５） （０．０３１　１） （０．０５２　７）

ｌｎｐｏｐ ０．６１３　１＊＊ １．４６６　７＊＊＊ ０．２９６　２　 ０．５５０　７
（０．２５２　４） （０．４６１　４） （０．２８５　８） （０．４８３　８）

ｅｉｐ ０．１９３　１＊＊＊ ０．２６３　２＊＊ ０．００５　３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５９　５） （０．１０８　８） （０．００８　５） （０．０１４　５）

ｓｔａｔｅｒａｔｅ　 ０．０２２　０　 ０．１１３　７　 ０．３０８　３＊＊＊ ０．６５１　５＊＊＊

（０．０４９　１） （０．０８９　８） （０．０５３　８） （０．０９１　１）

ｖｉｏｒａｔｅ　 ０．１４１　８＊＊ ０．２７４　９＊＊ ０．０９８　８　 ０．２５７　０＊＊

（０．０７３　１） （０．１３３　７） （０．０６２　８） （０．１０６　４）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８　１　 ０．０２２　６＊ ０．０５３　７＊＊＊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１１　６） （０．０１１　９） （０．０２０　１）

ＥＲＰ　 ０．０１５　２　 ０．０３６　１＊＊ ０．０３０　７＊ ０．０４９　３＊＊

（０．００９　４） （０．０１７　２） （０．０１２　８） （０．０２１　８）

常数项 ６．３００　８＊＊＊ １３．１１５　８＊＊＊ ３．６２０　８＊ ６．４０４　３＊

（２．０１６　６） （３．６８７　１） （２．２３０　１） （３．７７４　８）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０　 １１０　 ９９　 ９９
Ｒ２ ０．１４７５　 ０．１９６８　 ０．３４７６　 ０．４２７３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级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基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异质性分析。中国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有效运行受整体的环境规制环境
的影响，涂正革等研究表明，由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有所不同，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政策效应在空
间上表现出较大差异［２１］。较强的环境规制为企业减排施加外在环保压力，是排污权交易机制有效
运行的宏观环境要求，能保证排污权交易政策起到明显的效果。本文利用最早成为试点的前一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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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即２００６年的截面数据，把地区按照环境规制强度 （ＥＲＰ）大小进行排序，在环境规制强度
（ＥＲＰ）中位数以上的地区划分为高环境规制地区，中位数以下的地区划分为低环境规制地区。探
讨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是否对环境不平等有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６
所示。

表６　基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Ｇｉｎｉ系数 Ｔｈｅｉｌ指数 Ｇｉｎｉ系数 Ｔｈｅｉｌ指数

低环境规制强度 （１７）低环境规制强度 （１８）高环境规制强度 （１９）高环境规制强度 （２０）

ｔｒｅａｔｅd×ｔｉｍｅ　 ０．０１６　４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７４　２＊＊ ０．１４０　５＊＊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２２　６） （０．０３４　４） （０．０５８　９）

ｌｎｒｇdｐ ０．０７２　９＊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５０　６＊＊＊ ０．２５１　３＊＊＊

（０．０４１　５） （０．０５２　４）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７０　２）

ｌｎｐｏｐ ０．２９２　５　 ０．２６６　８＊＊＊ ０．１４３　０　 ０．２１８　５
（０．２５３　４） （０．０９８　１） （０．３１７　４） （０．５４３　１）

ｅｉｐ ０．１０２　７　 ０．１７７　０　 ０．００９　５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８４　７） （０．１３７　０） （０．００９　４） （０．０１６　０）

ｓｔａｔｅｒａｔｅ　 ０．０８１　５　 ０．０５９　１　 ０．３６４　６＊＊＊ ０．６３４　７＊＊＊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８０　１） （０．０６０　４） （０．１０３　３）

ｖｉｏｒａｔｅ　 ０．０８９　３　 ０．０１１　８　 ０．１３８　２　 ０．２５７　２
（０．０７５　４） （０．１２１　９） （０．０９１　９） （０．１５７　２）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５　３　 ０．０１１　３　 ０．０１６　２　 ０．０２９　７
（０．００６　６） （０．０１０　６） （０．０１４　７） （０．０２５　１）

ＥＲＰ　 ０．００５　８　 ０．０１２　２　 ０．０５０　３＊＊＊ ０．０８７　９＊＊＊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１６　４） （０．０１５　８） （０．０２７　０）

常数项 ３．６１７　０＊＊ ６．４７２　９＊＊ ２．３９８　６　 ３．４７７　９
（１．９１１　９） （３．０９０　４） （２．４３４　６） （４．１６５　１）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０　 １１０　 ９９　 ９９
Ｒ２ ０．１９５　６　 ０．２２４　０　 ０．１０５　７　 ０．２２１　２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级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表明，在低环境规制强度下，倍差项系数均不显著；在高环境规制强度下，以Ｇｉｎｉ
系数衡量环境不平等程度，倍差项系数为０．０７４　２，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以Ｔｈｅｉｌ指数
衡量环境不平等程度，倍差项系数为０．１４０　５，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在于，

在高环境规制强度下，外在的强环保压力促使企业创新减排技术从而降低减排成本，同时出售多余
的排污权获得收益以补偿技术创新成本，而降污成本较高的企业为了达到排污限额水平，则需要购
买排污权，排污权的交易行为影响污染的空间分布，从而对环境平等产生影响。而环境规制强度较
低的地方，企业缺失外在压力，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减排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有限，排污权交易的活
跃度降低，最终对环境平等的影响不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利用各省域内地级市的ＳＯ２ 排放量数据衡量了省内环境不平等程度；其次，将２００７
年以来先后实施的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扩大试点政策冲击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选取各试点省份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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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准为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４个省份面
板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法 （ＰＳＭ－ＤＩＤ）实证检验了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这一市
场型环境规制的环境不平等效应。本文结论表明，ＳＯ２ 排放权交易显著增加了试点地区的环境不平
等程度，基于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一结论十分稳健。
基于本文的结论，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关注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环境不平等效应，实施市场决定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污染治理策

略，组合使用市场型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污染水平较高的初期，采取命令－控制型的环
境规制工具，要求所有排污主体把污染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利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来进一
步降污。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为排污权交易机制提供了一个低污染水平的起点，排污权交
易机制的实施通过提供激励，促进排污技术的创新，在低污染水平的起点上进一步提高降污幅度。
利用这样的政策组合，使所有群体都较大程度的获得降污的收益，促进环境平等。
第二，从促进环境平等的角度完善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流程和细则，比如限定排污权交易条

件和完善排污权初始份额的分配机制，在限定排污权交易条件方面，禁止污染严重地区购买污染不
严重地区的排污权，因为如果污染严重地区购买了污染不严重地区的排污权，会导致污染严重地区
承受更多的污染，导致区域间环境不公平；允许污染不严重地区购买污染严重地区的排污权，从而
激励污染严重地区降低污染水平，缩小环境污染差距，促进环境平等；允许污染不严重地区之间，
或者污染严重地区之间的排污权交易，因为在不增加总污染水平的前提下，排污权交易至少使交易
的一方获得了污染减少的好处。限定排污权交易条件，需要明确地区的污染水平。在完善排污权初
始份额的分配机制方面，为污染严重地区分配较少的污染配额，促使其降低污染水平；或者提高污
染严重地区的排污权初始购入价格，使污染严重地区有更强的激励来降低污染，而不是通过购买排
污权来增加污染排放。通过以上的限定措施，降低污染严重地区的排污量，缩小地区间的污染差
距，促进环境平等。
第三，补偿损失，利用初始排放权的拍卖收入为不成比例地承担了环境成本的群体提供补偿，

弥补其承担环境成本所造成的损失。
第四，降低监管成本以追踪排污权的交易，在获得排污权交易机制高效率降污的好处的同时，

尽可能阻止污染排放集中在某些区域，或由某些群体承担过多的污染排放以促进环境平等。
总之，本文强调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环境不平等效应，有利于政府在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时，着重

关注环境不平等问题，采取多种政策组合，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以低成本高效率降
低环境污染的同时，创造一个环境更加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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